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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尼洋河流域土地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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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青藏高原流域生态景观格局的演变所引起的生态风险问题,选取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区的尼洋河流域为

研究区域,以1980年、1995年、2010年、2020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根据景观生态学理论将尼洋河流域划分为

814个生态风险评价单元,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尼洋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进行了评价

和分析。结果表明:(1)尼洋河流域近40年来的6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皆发生了改变,其中水域和建设用地变化幅

度最明显;(2)1980—2020年流域内高生态风险区与中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加,流域内总体景观生态风险呈增加的趋

势,生态恶化的区域主要发生在尼洋河干流河谷区和高海拔区;尼洋河流域各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以尼洋河干流为

轴线呈现对称式分布,跟随海拔高程的上升生态风险等级增加;(3)尼洋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呈逐年上升的

正相关性,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效应。综上,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生态风险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人类活动和气候

变化是驱动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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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attheecologicalsensitivityriskcausedbytheevolutionoftheecologicallandscapepattern
oftheTibetPlateau,takingtheNyangRiverBasinintheecologicallyfragileareaoftheTibetPlateauasthe
researchobject,basedonthefourperiodsoflandusedatain1980,1995,2010and2020,quantitativeanalysisof
thechangesinlandusestructureandtransformationcharacteristicsoftheNyangRiverBasininthepast40
years,thetheoryoflandscapeecology,wedividedNyangRiverBasininto814ecologicalriskassessment
units,constructedalandscapeecologicalriskassessmentmodel,andquantitativelyevaluatedthespatialand
temporaldynamic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sintheNyangRiverBasin.Theresults
showthat:(1)theareaofthesixlandusetypesintheNyangRiverBasinhaschangedinthepast40years,

ofwhichthewaterareaandconstructionlandhaschangedthemost;(2)theareawithhighecologicalrisk
andmediumecologicalriskinthebasinfrom1980to2020increased,andtheoveralllandscapeecologicalrisk
inthebasinwasincreasing;theareasofecologicaldeteriorationmainlyoccurredinthevalleyareaofthe
NyangRiverandhigh-altitudeareas;theecologicalrisklevelsoftheNyangRiverBasinineachperiodwere
basedontheNyangRiverastheaxispresentedasymmetricaldistribution,andtheecologicalrisklevel



increasedwiththeincreaseinaltitude;(3)thespatialdistributionoflandscapeecologicalriskintheNyang
RiverBasinwaspositivelycorrelatedyearbyyear,whichmanifestedasanagglomerationeffectinspace.
From1980to2020,theecologicalriskoftheNyangRiverBasinrose.Humanactivitiesandclimatechange
areimportantfactorsdrivingtheecologicaldeterioration.
Keywords:landuse;ecologicalrisk;spatialvariation;NyangRiverBasin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自然资源之一,土地覆被

的变化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直接表

现[1-4],区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复杂过程中,土地原

有的生态系统在外界和自身演替作用下其结构和功

能[5]产生剧烈的变动,土地生态环境随之受到巨大的

影响[6],土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与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7-8],为此土地生态安全是土地生

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近年来,土地覆被结

构受到人类不合理活动所导致的问题频频出现,研究

表明导致区域生物多样性锐减和物种灭绝的因素中

景观破碎化和生境丧失是其中的两大主要因素[9-11],
为此,从土地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定量评价分析区域生

态安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的

发展基于区域土地覆被变化下的生态风险研究已成

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关于土地覆被变化的生

态风险研究主要是基于3S技术,从土地利用结构、土
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类型等方面,结合土地覆被状

况、植被覆盖变化来分析生态风险状况[12-14];国外关

于土地覆被生态风险研究主要以生态实体保护为基

础,整合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机制关系,从土地利用的

功能性、土地覆被变化与生态景观理论、土地覆盖多

重性以及土地多功能作用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耦合

关系等方面[15-18]分析研究区土地覆被变化的生态风

险状况;土地覆被生态风险的主要研究方法有:生态

足迹模型[19]、地学统计分析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

法[20]、多元线性回归和主成分分析[21]、构建生态安

全评价指标体系[22]、土地利用变化测度模型[23]、景
观生态模型[24]和CLUE-S模型等[25]。研究区域涉

及到干旱区、沿海海岸、城市、流域、黄土台塬、石漠化

地区等。但对于青藏高原地区内的土地利用时空演

变及其生态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受海拔和寒

冷等特点的影响,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平

均海拔在4000m 以上,不仅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也是全球生态环境十分敏感和脆弱的地区之一,
另一方面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调节区、气候变

化敏感区和生物多样性高度集中区,其生态战略地位

极为重要,为此研究其土地覆被时空变化规律及生态

风险状况对青藏高原土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土地资源

的合理保护以及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选取西藏高寒生态脆弱区内的尼洋河流

域作为研究区,借助 GIS技术利用转移矩阵将研究

区内不同时期的景观类型在时空上的相互转化进行

分析,结合尼洋河流域内人类活动特征和流域自然地

貌探讨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的驱动力。在此基础

上对研究区进行渔网网格划分,同时结合各类景观的

风险强度系数构建研究区内各个网格的生态风险指

数,利用空间普通克里金插值划分生态风险等级,从
生态风险等级的变化角度解释研究区内景观生态风

险的时空变化规律。

1 材料及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尼洋河流域坐落于青藏高原的藏东南生态安全

屏障区,坐标为东经92°10'—94°35',北纬29°28'—

30°30',流域上游为水源涵养与牧业适度发展生态功

能区,下游为农林产业与生态旅游生态功能区。流域

主导的生态功能为水源涵养、动植物保护、旅游资源

的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受印度洋暖流与北

方寒流的影响,形成了区域特有的温和湿润气候条

件,常年年均气温在8℃左右,年降水量[26]约800
mm。流域内主要以农牧业为主,受流域内地形及气

候环境的影响,农牧民居住及城市建设主要分布在河

流两岸。流域内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较大,
目前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为生物多样性减少、林草退

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建设及区域

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人口涌入林芝、加之川藏铁路的

修建、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产业的转变,流域内土地

覆被状况受到一定的干扰。

1.2 数据来源

尼洋河流域1980年、1995年、2010年、2020年4
期的土地利用栅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分辨率为

30m×30m,土地利用一级类型综合评价精度达到

94.3%以上[27],同时根据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

的土地覆被遥感监测数据分类体系,结合研究区实际

状况,将尼洋河流域按一级土地类型划分为6类土地

覆被类型:水域、建设用地、林地、草地、耕地、未利用

土地;数字高程模型数据(30mDEM)来源于地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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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根据西藏林芝

行政区的矢量数据进行裁切处理。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风险单元划分 根据数据精度和研究目

的,为更直观展现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空间化,本研

究在考虑景观空间异质性和尼洋河流域面积的基础

上,参考生态安全评价中渔网网格的划分方法[28-29],
每个评价单元的渔网网格面积由研究区景观斑块平

均大小的2~5倍,最终将尼洋河流域划分为5km×
5km的格网进行网格采样,采用等间距的方法将尼

洋河流域划分为814个网格作为生态风险评价单元。
根据尼洋河流域的土地利用数据,基于 GIS空间统

计及叠加分析模块计算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土

地利用转移矩阵。

1.3.2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计算 为探索尼洋河流域

土地类型间相互转移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本文利用

区域生态安全指数[28](EcologicalRiskIndex,ERI)对尼

洋河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状况进行分析。不同用地类

型的生态功能存在差异,网格单元内生态风险状况由该

单元内的土地类型的组成及空间组合所决定,基于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参数[29]结合研究区网络单

元格内土地类型的组成,依据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

重及各类土地的生态风险强度系数构建尼洋河流域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计算公式如下:

ERI=∑
n

j=1

Aij

Ai
×Wj

式中:ERI为本研究中构建的土地景观生态风险指

数;Ai为流域内第i个生态风险单元格的面积;Aij为

第i个生态风险单元格内第j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Wj为流域j类型土地生态风险强度系数;n 为土地

景观类型数量。根据ERI值的大小将尼洋河流域景

观生态风险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低生态风险区Ⅰ
(ERI≤0.228)、较低生态风险区Ⅱ(0.228<ERI≤
0.360)、中生态风险区Ⅲ(0.360>ERI≤0.490)、较高

生态风险区Ⅱ(0.490<ERI≤0.630)、高生态风险区

Ⅱ(ERI>0.630)。

1.3.3 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研究利用全局

自相关系数 Moran'sI 指数探索尼洋河流域生态风

险的空间关联和差异状况,计算方式依据已有的文献

研究成果[28-31]。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尼洋河流域1980—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组

成变化状况见图1。由图1可知,尼洋河流域土地利

用结构中主要以林地、草地及未利用土地为主,多年来3
类土地景观格局总面积占流域的90%以上。1980—

2020年,林地、草地及未利用土地由流域的27.30%,

38.91%,23.99%分别增加到27.50%,40.10%,28.45%,值
得注意的是此3类土地类型增幅最大的阶段同时发生

在1980—1995年,林地、草地及未利用土地在此期间分

别增加了0.19,1.19,4.47km2;流域内水域及耕地面

积由流域的8.82%,0.92%分别减少到2.79%,0.92%,
水域面积变化最快的时间段发生在1980—1995年,
面积减少了流域总面积的5.85%,耕地面积变化幅度

最大的时间段在2010—2020年减少了0.11km2;40
年间流域内建设用地发生突变的阶段发生在1995—

2010年,由流域的0.04%增加到0.06%,面积增加了

3.88km2。1980—2020年的40年内流域内土地利

用结构发生了重组,各类土地景观在不同阶段发生扩

张或缩减,面积变化最大为水域和未利用土地,变化

幅度最大的为建设用地,2020年建设用地面积是40
年前的1.46倍。

图1 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各类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由表1可知,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内各土

地利用类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动态博弈:40年间草

地面积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林地、未利用土地和水域面

积的转入,同时草地面积遭到耕地、建设用地、林地、
水域及未利用土地的掠夺,与水域间的博弈幅度最

大,水域226.97km2转入草地的同时,有12.06km2

草地转为水域;耕地面积减少了2.59km2变化波动

较小,但与其他类型土地间在空间上的相互转化较为

频繁,总体上耕地的转入类型主要为草地2.10km2,转
出类型主要为建设用地和林地,分别为2.55,2.20km2;
建设用地增加了3.40km2,主要以牺牲流域内耕地和

草地为代价;林地面积增加了35.70km2,数量上主

要是水域面积的转入;水域面积减少了1046.40
km2,主要转出类型为未利用土地和草地;未利用土

地增加了797.06km2,未利用土地的增加主要来源

于流域的林地与水域的转入。1980—2020年的40
年间唯有耕地与水域面积缩减,林地、建设用地、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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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及草地面积都有增加。面积变化最大土地利

用类型为水域,流域内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化状

况离不开流域内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根据土地利用

类型的转变及流域内的实际状况,水域面积变化的主

要原因为流域内大量人口的涌入、水利工程的建设、
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其一气候上升致使流域内常年积

雪及冰川的融化导致流域内水资源量上升,其二近年

来尼洋河流域的开发新增的水电站工程建设导致流

域内水域面积增加。变化幅度最大土地利用类型为

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增加导致流域内水域及建设用

地的大幅度转移同时,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在时空上发

生不同程度的转化。
表1 尼洋河流域1980-2020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年份 土地利用类型
1980年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草地 6815.93 2.20 0.07 47.22 226.97 72.01
耕地 4.30 155.05 1.06 2.49 1.29 0.21

2020年
建设用地 0.91 3.61 6.00 0.07 0.06 0.09

林地 48.13 4.69 0.08 4790.66 43.19 26.12
水域 12.06 1.24 0.11 5.43 502.14 8.98

未利用地 70.24 0.21 0.02 31.29 802.71 4178.83

2.2 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演变

  流域景观演变过程可知流域土地利用类型间的

相互转化幅度较大,为更好地探索流域内局部和整体

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演变特征,需要考虑流域内每个

网格评价单元生态风险值的改变及权重,普通克里金

插值可以将每个单元格的风险值进行滑动加权平均,
为此本研究基于流域渔网网格的生态风险评价单元

ERI的计算值,结合GIS区划分析平台中的地统计

模块,利用空间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对尼洋河流域814
个网格单元进行生态风险指数插值区划。为更科学

的展现尼洋河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结合尼

洋河流域实际情况和4个时期土地景观的ERI指

数,采用自然断点法绘制出尼洋河流域4个时期的生

态风险时空分异图,同时根据断点值将尼洋河流域景

观生态风险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29](图2)。

图2 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由图2可知,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各期的

生态风险空间分异较为明显,生态风险空间分异受流

域内海拔高程影响较大,总体沿尼洋河干流两岸呈对

称式分布,以高程为阶梯,以尼洋河河谷为轴线,向东

北、西南生态风险逐步递增,流域内生态风险与海拔

高程密切相关,伴随海拔高程的降低生态风险随之降

低,时间上流域总体生态风险呈现为先缓慢下降后急

速上升的变化趋势。1980—2020年,流域内低生态风险

区主要分布在海拔3700m以下,在下游呈大规模区域

分布,占下游流域的90%以上且较为集中,此外尼洋河

中上游流域内小片状及条带低生态风险区,主要集中在

中游干流河谷区域。较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尼洋

河流域内海拔4300m以下,在流域下游围绕着低生态

风险区成环形分布,在流域中上游沿着尼洋河干流及支

流方向保持一致呈条带状分布。中生态风险区主要分

布在海拔4700m以下,以尼洋河干流为轴线呈对称

式以条带状分布,主要以林地和草地为主。较高生态

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海拔5100m以下,分布状态与形

状与中生态风险区相似,近10a与中生态风险去博

弈幅度较大。高生态风险区在流域内呈条带和片块

状分布,主要集中在海拔5100m以上的上游区域与

流域的东北分水岭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永久积雪

和冰川,随全球气候变化即流域人类活动的影响,后
期高生态风险区域呈急速扩大趋势。

2.3 流域景观态风险的时序变化特征

根据尼洋河流域4期土地景观的渔网单元格的

生态风险指数统计可知:1980年、1995年、2010年、

2020年的生态风险指数范围同为0.120~0.800,其
平均值分别为0.3590,0.3590,0.3591,0.3593。生

态风险指数ERI由1980年0.3590增长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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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0.3593,尽管尼洋河流域40年来整体生态风险变

化较小,生态风险水平较低,但近10a的生态风险值

呈急速上升趋势,且生态风险变化区域较为集中。
为更好地探索分析尼洋河流域景观态风险的时

序变化特征,根据流域内4期土地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ERI的变化情况,对流域内各期的土地景观ERI进

行统计分析(表2),同时利用GIS中计算工具将相近

两期渔网的ERI值对1980—1995年、1995—2010年

和2010—2020年的生态风险变化进行计算(后期

ERI—前期ERI),并对相近两期的ERI值进行叠加

直观展示此阶段的生态风险变化状况:若差值为0表

明此阶段内渔网格内土地景观生态风险没有发生变

化,差值>0说明生态风险增加,差值<0表明生态风

险减小,计算结果得到图3。
表2 尼洋河流域各生态风险等级区域面积比 %

年份 Ⅰ级区 Ⅱ级区 Ⅲ级区 Ⅳ级区 Ⅴ级区

1980 34.52 18.92 21.25 14.86 10.44

1995 34.52 18.92 21.25 14.86 10.44

2010 34.52 18.80 21.38 14.86 10.44

2020 34.52 17.57 22.24 14.62 11.06

图3 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生态风险变化特征

  由图3、表2可知,1980—2020年40年内的3个

时间段尼洋河流域土地景观生态风险变化幅度不明

显,但总体呈上升趋势。1980—1995年的15年间,
尼洋河流域土地景观格局的生态风险指数ERI值没

有改变,流域内各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占比也没有发生

变化,但流域内的生态风险区域有相互转移的状况;
此阶段生态风险小幅度改善的渔网单元格分布与尼

洋河干流和支流的分布一致,主要呈条带形分布在河

谷,生态风险恶化的区域分布近邻改善的单元格,分
布在河流两岸的交通用地及城镇建设用地。1995—

2010年的15年间,流域内的土地景观生态风险变化

区域分布与前15a相似,生态风险恶化与改善的区

域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区

域;此阶段I级区、Ⅳ级区与Ⅴ级区的面积虽没有发

生变化,计算结果表明流域内有0.12%的面积由较低

生态风险变化为中生态风险级别,从而导致流域内总

体生态风险呈缓慢恶化的趋势。2010—2020年的10
年间,此阶段生态风险恶化较为明显,高生态风险区

由流域的10.44%扩增到11.06%,除低生态风险面积

占比没有改变,其他生态风险区面积都产生了波动,
流域生态风险总体呈急速上升的趋势;此阶段生态风

险变化的区域与前两个阶段有较大区别,生态风险增

加区远远超过减小区,且生态恶化区不仅呈条带装分

布在河谷区,在流域海拔较高的区域呈环状扩增,此
结果表明尼洋河流域土地景观生态风险在此阶段不

仅受人类活动影响,同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较为明

显。整个研究期内,尼洋河流域生态风险变化由前的

期蠕动变为后期的急速,区域由低海拔的河谷地区增

加到高海拔区域,说明随着流域内的发展及全球气候

变化的大环境下,尼洋河流域内土地景观格局的生态

风险不仅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同时受气候变化的影

响不容小觑。为保护流域整体环境的发展及生态的

改善,探索分析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流域土地景观

格局变化的影响机制是今后重点研究课题。

2.4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据1980—2020年4期渔网评价单元格景观生

态风险指数的空间分布,利用 GIS空间分析模块进

行尼洋河流域全局自相关计算 Moran'sI指数,分析

流域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是否存在趋同性,以此来探索

尼洋河流域整体空间模式的变化。尼洋河流域的景

观生态风险在1980年、1995年、2010年和2020年的

Moran'sI指数值计算结果分别为0.8643,0.8651,

0.8721,0.8838,尼洋河流域土地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相关现象,且呈逐年上升

趋势,但增幅较小,流域内各风险等级分布有较高的

关联性,说明尼洋河流域的土地景观生态风险在空间

呈现集聚效应与趋同特征,即流域内高生态风险区周

边的生态风险值亦高,低生态风险区周边的生态风险

值亦低,生态风险恶化特征由点到面辐射性扩散。

3 讨论与结论

(1)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土地利用结构

及景观格局都发生了改变,6种土地类型的面积均发

生不同幅度的变化,其中水域和耕地面积减少,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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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林地及未利用土地面积增加。草地和林地

一直是流域内的优势土地景观类型。
(2)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高、中生态风险

区的面积比例分别增加了0.61%,0.98%,生态风险

等级在空间上以尼洋河干流为轴线呈对称式分布,且
生态风险等级由河谷随海拔高程的上升呈增加的趋

势,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高海拔极端区域,生态

风险在时序上呈增加的趋势,生态恶化区域由前期的

河谷区域扩增到后期的高海拔区域;尼洋河流域土地

景观生态风险整体表现为先蠕动增加状态变为急速

增长的趋势,变化区域较为集中。
(3)1980—2020年,尼洋河流域4期土地景观生态

风险指数的自相关 Moran'sI 指数值分别为0.8643,

0.8651,0.8721,0.8838,呈逐年增加的正相关关系,生态

风险状况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集聚效应和趋同特征。
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就择水而居,特别是原生态

的西藏高原流域,受地形地貌的限制,尼洋河流域内

河谷区域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区。随着流域内人

类活动强度的增加及全球气候变化,土地景观格局也

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林芝市大量人口的涌

入、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交通工程及城镇化建设、加之

全球气候的变暖,对生态脆弱的尼洋河流域持续关注

和研究其生态风险及演化十分有必要。本研究利用

GIS技术通过土地景观格局类型比重构建生态风险

指数,对尼洋河流域的生态风险变化进行评估,对藏

东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指导

意义。但本次研究只是将尼洋河流域作为一个封闭

的系统来进行探索,没有考虑流域气候、地形、地貌、
人类活动和区域间的物质交换等因素,所以研究成果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研究内容上过于粗略,未能

深入甄别何种原因导致了生态风险级别的改变,也没

有考虑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和生态风险恶化的

临界点,对于解决流域内生态风险改善的现实问题有

一定的局限。受研究者知识和经验的因素影响,关于

尼洋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的驱动力解释还不够完善,
因此在以后对尼洋河生态风险的研究探索中还需要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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